
中国青铜时代的三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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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成都平原的 “三星堆—金沙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长江上游的一类区

域文明，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１３世纪中叶至前８世纪。该文化最重要的遗存是三

星堆遗址的８个祭祀器物坑，它们大体同时并相当于殷墟晚期，埋藏物为象征性器

物、表现祭祀场景器物、祭祀用器三大类，表达了太阳崇拜和王权两个主题。三星

堆和金沙两个区域中心汇聚了域外四方的贵重物、资源、技术、观念、人员。这一

区域文明之所以兴起并显现出独特样貌、成都平原之所以能够汇聚各方文化因素，

原因除成都平原位于文化交流通道的十字路口外，更重要的是三星堆一带可能存在

一个观象授时、沟通自然、获取神秘力量的知识中心和神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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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最早发掘于１９３４年。数十年来在三星堆遗址开展的考古工
作持续不断，日益增多的考古发现尤其是１９８６年出土的两个祭祀器物坑及其埋藏
物，揭示出一个前所未知的区域文明。自此以后，学术界围绕两个器物坑进行了多
层面、多维度的研究，从器物坑与埋藏物的年代、性质，到遗存反映的文化面貌、

宗教信仰、区域交流等，形成了各种解释的理论体系。２０１９年年底以来，在三星堆
又发现６个埋藏内容更加丰富的祭祀器物坑，这项新发现将检验过去的认识，开启
这一领域的新研究。尽管目前对６个器物坑的考古发掘尚未完全结束，大量资料还
有待整理和发表，但６个坑的发现及其带来的信息，已成为我们继续探索三星堆文
明的新契机。

本文首先结合６个器物坑的新信息，就三星堆祭祀器物坑及埋藏物的年代、性
质、文化面貌等基本问题再作讨论，并在此基础上重点探究三星堆在中国青铜时代
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域中心，又何以成为中心。

一、三星堆祭祀器物坑与三星堆文化的年代

关于三星堆祭祀器物坑的年代，涉及三个具体问题，即坑的年代、埋藏物的年
代、三星堆文化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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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星堆祭祀器物坑与埋藏物的年代

年代判定是认识考古材料的第一步。１９８６年发现的三星堆１号和２号祭祀器物

坑，① 年代始终存在争议。就相对年代而言，有两个坑同时和１号坑早于２号坑两

种认识；坑的绝对年代曾出现过从商代至春秋的各种观点，后来认识逐渐集中为商

代晚期。分歧的原因首先在于这批考古材料过于独特，缺乏有效的对比材料，并在

很多方面超出了我们今天的知识范围。其次在于研究方法和立场不同，研究中设定

的前提、比较研究选取的材料、对文献的利用等各不相同，自然带来不一致的认识。

还有一些研究，没有清楚地区分埋藏物和坑的年代可能存在的差别。

由于如今又发现了６个坑，因此对这８个坑的年代应当作统一考虑。从目前的

报道看，６号坑打破、因而也晚于７号坑。除此以外，８个坑的地层关系不足以说明

坑的年代，判定年代还需其他途径。

据迄今所知的信息，３—８号坑出土编号遗物近１．３万件，各坑的基本情况大致

如下。３号坑上部堆积为象牙和大型青铜器，下部密集分布小型青铜器和玉石器，

出土青铜顶坛人像、顶尊人像、立人像、人头像、面具、大型神树、太阳形器、圆

尊、方尊等，还有金器、玉石器、海贝。４号坑器物上有厚２５厘米的灰烬，以烧过

的竹、芦蒿、楠木等植物为主，满坑铺设象牙，出土金器、铜器、玉石器、陶器、

骨器、丝绸、漆器，铜器包括３件扭头跪坐人像。５号坑的埋藏物以各类材质的残

片和珠饰等小件器物为主，多穿孔的圆形金箔片，出土大型金面具、鸟形金饰，以

及铜器、玉石器、象牙器。６号坑发现一炭化木箱，箱内涂朱砂，检测到丝织品，

底板处有玉刀，填土中有少量铜器、玉器、石器、陶器、木器。７号坑有象牙层，

出土金器、青铜器、石器、骨器、陶器，重要器物包括铜龟背形网格状器等。８号

坑填埋木炭、骨渣，出土大量铜器，有大型神树、人头像、立人像、顶尊人像、面

具、神坛、神兽等，以及象牙、金器、玉器、玛瑙器、石器、陶器、纺织物和红烧

土块。②

结合１号、２号坑，笔者认为８个坑及其埋藏物基本同时，依据如下。第一是８
个坑的分布似有整体规划。８个坑的分布似为斗形，虽不明缘由，但也不像随意而

为。从坑的位置、方向、规模、埋藏物的相似程度看，１号与４号、２号与３号、５
号与６号、７号与８号，似两两成组。第二是各坑的遗物，特别是青铜器、金器、

玉石器、象牙，种类和风格大同小异，除５号、６号坑外，其他６个坑的埋藏特点

和出土遗物总体上都很相似。当然各坑之间也有具体的差别，如１号和２号坑的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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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物就不同，新发现的几个坑的埋藏物种类、数量、形制等方面也各具特点，但这

些区别并不表示年代差异。第三是２号、３号、７号、８号坑中一些青铜器如大型铜

树可能可以拼合，２号坑的１件鸟足人像与８号坑新出的顶尊按罍屈身人像已经合

为一器。这都表明这几个坑及坑中相关遗物的年代相同。５号坑尽管较为特别并被

认为年代可能相对较晚，但据悉坑中的小圆金片在７号、８号坑中也有，它们可能

是某类物品上的附件，年代应非常接近。这些判断有待下一步的整理和修复工作的

进一步验证。

关于遗物和坑的绝对年代，至少有两条判断途径。一是比较的方法。祭祀器物

坑中有一批青铜容器年代特征较为鲜明，可以和商式青铜器相比较。比如，１号坑

的龙虎尊肩饰龙纹、腹饰虎食人纹，安徽阜南出土一件同样的尊，年代被定为早于

殷墟的二里冈上层文化时期。１号坑的瓿、盘、器盖和另一件尊，多饰兽面纹、夔

纹、目雷纹等，与殷墟早期的铜器接近。２号坑有８件圆尊、１件方尊、５件圆罍、

１件方罍，另有残件。尊和罍的形制、纹饰有鲜明的特色，同一风格的尊、罍在长

江中游的湖南、湖北和陕南也有发现，① 基本器形和装饰母题都与殷墟早中期青铜

器相同。新发掘的器物坑再次出土青铜尊，如３号坑有大口圆尊、圆口方腹尊和方

口方腹尊，方尊也主要流行于殷墟早中期。

可以比较的还有带尊的组合铜器。如２号坑的１件跪坐人像头顶１件大口尊，

“神坛”上的４人头顶方尊，３号坑的顶尊人像形体高大、器形完整，８号坑的屈身

人像顶觚形尊。人像上的尊形器同样为殷墟早中期尊的风格。由此推断，各个坑中

的器物除部分可能有较长的流传史，又有部分可能在制作不久即被掩埋外，与铜容

器和带尊铜器共存的大多数遗物的年代不晚于殷墟中期。

断定年代的途径之二是科技的方法。崔剑锋、吴小红曾对１号、２号坑的部分

青铜器进行过金相、元素、铅同位素分析，认为铜像、面具等是在非常短暂的时间

内铸造并埋藏的，两个坑的掩埋时间相同。② 对新发现的祭祀器物坑已进行碳十四

年代测定，据悉近２００个样品的年代数据都集中在公元前１１００多至前１０００多年。

已公布４号坑的测年数据，６个数据经校正有６８．３％的概率落在距今３０７２—３００３
年，９５．４％的概率落在距今３１４８—２９６６年。③ 这些来自竹炭样品的数据可以说明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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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坑的埋藏年代，据此推断器物坑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晚期，与过去判断的１号、２
号坑的年代一致。

由此得出的认识是，器物坑中的遗物年代大多相当于殷墟早中期，器物坑的年

代可能相当于殷墟晚期。

（二）三星堆文化的年代

三星堆祭祀器物坑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多，形体高大，风格独特，这都表明它们

大多是在当地制作的，在三星堆的月亮湾地点也有冶铸遗迹等生产线索。三星堆这

批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标志着成都平原青铜时代的开端。

成都平原也有零星的年代更早的青铜器。比如青铜牌饰，１９７６年在广汉高骈乡

出土１件，① １９８７年在三星堆真武仓包包出土３件，② 其中２件镶嵌绿松石。因类

似的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出自二里头遗址，一般认为这类牌饰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

化时期。铜牌饰还见于甘肃天水，在新疆哈密有未嵌绿松石的牌饰。有研究推测绿

松石牌饰的起源地为河西走廊。③ １９７０年和２００４年在三星堆还出土２件单翼铜铃，

据认为它们不同于三星堆祭祀器物坑的双翼铃而与二里头遗址的铃类似。④ 二里头

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并无制铜业，这些铜铃和牌饰与祭祀器物坑中的青铜器也没有关

联，因而很可能是从域外传入的早期制品。衡量青铜时代的开端，标准应是青铜器

的生产和使用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有限的几件铜器显然不至于如此，我们不能

因为它们的出现或者传入，便认为成都平原已进入青铜时代。

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三星堆文化的起始年代。正因为包括三星堆祭祀器物坑在

内的考古发现，学界确立了三星堆文化。关于三星堆文化的开端，主流的看法是相

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比如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年代相当于从距今３７００年左右的二里

头文化第四期至殷墟文化第二期，⑤ 或者将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定为距今４０００—３１００
年。⑥ 这类认识的主要依据即是三星堆出土的零散铜器、玉璋、陶盉等与二里头文

化的同类器相近。但三星堆文化既然是一种青铜文化，就只能开始于青铜时代，一

个考古学文化不应跨越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成都平原青铜时代的开端就是三星

堆文化的开始，大约相当于公元前１３世纪中叶或稍早。二里头文化时期一些与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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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相似的器物流传、影响到了成都平原，这是青铜时代之前的文化交流。

三星堆文化也没有因为祭祀器物坑的出现或三星堆城的废弃而结束，而是在成都

地区以金沙为中心延续发展到大约公元前８世纪，之后为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东周

时期，成都平原受到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文化面貌始与中原文化趋同。

二、三星堆祭祀器物坑的埋藏物

自三星堆１号、２号坑出土以来，围绕器物坑性质和埋藏物功能的讨论不断，

观点纷呈。对于这类问题，笔者认为研究的目标不求取得一致的认识，而在于提出

合理、可靠的解释。一种合理的理论体系应建立在对考古材料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

上，所有的材料和现象也都能从中得到一致的解释。

（一）三个类别

如果我们不去孤立地解释某个坑、某一类或某一件具体的遗物，而是着眼于８
个坑所有的出土物，那么看似纷繁复杂的埋藏物大致有三类。

第一类是象征性的、表现崇拜或祭祀对象的器物。金器中有杖、面具、大型鸟

形饰。青铜器非常多，有各坑常见的人头像和人面具。头像或戴不同的冠，或有不

同的发式，表现的可能是不同部族的首领。另外还有可能是杖首的龙柱形器。更突

出的是大批奇异器物，比如多个坑出土的表现太阳升降的铜树、负载太阳运行并象

征太阳的鸟、日出啼叫的公鸡、直观形象的太阳形器、寓意光明的眼睛造型、突出

眼睛并装饰歧羽纹的神兽等。许多突出鸟和眼睛的器物，如鸟身人像、鸟足人像、

凸目面具、下附一对眼目的兽面具，以及刻画神树的玉琮等，都属此类。

第二类是表现祭祀场景和活动的器物，典型者如２号和８号坑的神坛。２号坑

的神坛下方为两只神兽，中部为４个戴冠、手握枝状物的立人，立人头顶一方尊形

器，尊形器腹部每面有５个手呈握物状的跪坐人像。８号坑的一件神坛，下部为三

级台座；中部现存１０个人像，其中４个跪像肩上抬杠，跪像之间各有１坐像，坛台

的一角和中央还各有１人；上部为抬杠上的神兽，神兽上又跪坐１人。这些器物应

是表达了某种宗教观念，其中的人像也表现了祭祀活动的场景。这类器物还有顶尊
人像、顶坛人像、执璋人像、树座上的跪坐人像等。２号坑１件玉璋上有山形图案

和上下共４排人像。这些人像无疑都在进行祭祀活动。由此推知，各类人像也都可

归入此类，它们无论大小都是或立或跪，双手大多握物或呈握物状。

第三类为祭祀用器，包括铜尊、罍等容器，戈形器、方孔器、瑗形器等小型铜

器，金箔，玉石器，象牙，海贝等。顶尊人像、按罍屈身人像、执璋人像等说明尊、

罍、璋都是重要的祭祀用器，上述的２号坑玉璋上还有 “璋”插于 “山”上的图案。

在１号、２号坑的部分铜尊中装有玉器和铜箔饰件，２号、３号坑尊、罍盛装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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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有１件四边形璋的器身两面分别刻两组图案，每组为一跪坐的人，肩扛一象牙
状物，可见象牙可能也用于祭祀。这些现象表明上述遗物相互关联，同属一类。７
号坑出土１件龟背形网格铜器，中有一块玉石器，不排除也是某种特殊的祭祀用器。

以上分类仅说明三星堆器物坑遗物的大致类别，具体到某类或某件遗物的功能、

含义，还可以有进一步的讨论。三类遗物也并不一定界限分明，比如２号坑和８号
坑出土的顶尊按罍鸟足屈身人像，既有象征性，也表现了某种祭祀行为或观念。

（二）两个主题

三类遗物集中、鲜明地表达了两个主题。第一是太阳崇拜，除直观、形象的太
阳形器外，表现这一信仰的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多个坑出土的铜树。２号坑带花、

鸟的铜树高达４米，无疑为２号坑器物群的核心，许多学者都同意它可能表现太阳
升降之处。据此可知花、鸟、鸡等也都表现太阳。青铜眼睛造型的种类和数量都非
常多，萨满教中的太阳神往往被绘为眼睛状，在诸多古代神话中太阳被称为天之眼，

婆罗门教的太阳神也被称为 “天之眼睛”或 “世界的眼睛”。① 三星堆铜器上有大量
的太阳纹、鸟纹、鸟羽纹、眼睛纹，表达了同样的内容。第二个主题是王权，表现
王权的器物以金杖、金面具为代表。仅就１号和２号坑而言，２号坑器物群主要体
现太阳崇拜，１号坑器物群突出的是王权。

三星堆祭祀器物坑埋藏物的出土背景、类别和表现主题，表明青铜器、金器等
所有贵重物都是宗教祭祀用品而非礼器或生活实用器，用于宗教祭祀活动而非体现
等级制，属于全社会而非个人。三星堆文化具有独特的面貌、观念、信仰。这些发
现还表明，成都平原在公元前１３世纪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出现了大批
手工业者和神职人员，形成了复杂的宗教观念和体系化的信仰，神权和王权并存，

产生了社会样貌独特的早期国家。这也是同时期长江流域最可能存在的国家。

三、成都平原青铜时代遗存的特殊现象

在三星堆的大批宗教、祭祀用品被毁坏和掩埋后，成都平原的政治、宗教、文化
中心从三星堆转移到了成都的金沙。三星堆和金沙先后为成都平原青铜时代的中心。

金沙遗址同样出土了丰富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和象牙等贵重物品，② 遗物也是三
大类别、两个主题，与三星堆完全相同。三星堆和金沙的考古材料表现出相同的知
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两个遗址同属一个文化，即三星堆—金沙文化。③ 这个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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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存显现出诸多特殊现象。

（一）遗址

我们大都认为三星堆—金沙文化是一种发达的青铜文化，早期国家业已形成。

但三星堆时期的遗址数量很少，仅分布于沱江上游，大规模的城邑只有三星堆。作
为中心城邑的三星堆，面积约３．５平方千米，① 格局大致为 “一大多小”。② 东城
墙、南城墙、西城墙，北部的青关山城墙、真武宫城墙、马屁股城墙合围成大城，

内有多座小城，已确认的为西北部的月亮湾小城和东北部的仓包包小城。除８个祭
祀器物坑外，城内还有房址、墓葬、青铜冶铸遗物、玉石器坑、玉石料坑、石器加
工场。在大城西北的青关山有大型夯土台基和建筑基址。③ 三星堆城的周边也有小
聚落，比如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在城址西北的鸭子河两岸发现与河流平行、呈线状分布的
中小型聚落，④ 河北岸４５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发现１０处，南岸１０平方千米的范围内
发现７处，绝大多数处于三星堆城的兴盛时期。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在广汉、什邡的石亭
江、绵远河、鸭子河、马牧河流域，也调查发现１０余处遗址和采集点。⑤

金沙时期的遗址数量虽然明显增加，分布范围有所扩大，但也主要集中在成都地
区。金沙遗址面积超过５平方千米，遗存大多分布在地势略高的台地上，其中以摸底
河以南的金沙村、以北的黄忠村两个地点最重要。遗址内大体可以分出大型建筑区、

祭祀区、一般居址区和墓地。遗址周围有很多古河道，为不同时期聚落的自然边界。

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重要遗存———从贵重物品到大型建筑———也都集中在金沙。

成都地区金沙时期的其他遗址呈线状分布，金沙西北的成都高新西区有众多遗
址，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至西周；金沙东南的抚琴小区、十二桥、方池街、指挥街、

磨子桥等地也有遗址。⑥ 这揭示出人们的活动中心由沱江上游转移到岷江流域的成
都地区后，聚落沿江分布、发展。在成都市区以外，如新繁水观音也有这一时期的
遗址，但大多没有重要遗迹，当时应为普通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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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至少存在８座古城，还有其他面积很大的聚落。相比
之下，青铜时代的中心只有三星堆和金沙，其他普通聚落的分布范围也较为有限。

在这两个中心，最突出、最重要的遗存又都与宗教祭祀相关。这样的早期国家虽然

有大规模的手工业、发达的技术、体系化的信仰、大量积累的社会财富，但似乎没

有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疆域，对外也没有明显的影响。

（二）贵重物

最能体现三星堆—金沙文化的考古遗存是大量出土的贵重物，它们同样显现出

重要特点或现象。

第一是贵重物有金器、青铜器、玉石器、绿松石器、玛瑙、漆器、丝织品、象
牙、海贝等，几乎包括了青铜时代所有贵重物的门类，而且数量极丰富。

第二是大多数贵重物以及青铜器制作这类关键技术的出现都非常突然。新石器

时代的宝墩文化虽然是三星堆—金沙文化的基础，但不是全部来源。在成都平原年

代更早的遗址和墓地中，也曾发现过前述的零散铜器以及少数象牙器和玉石器。比

如在宝墩文化的高山古城出土象牙制品，在温江红桥村墓葬中出土长约１米的象牙

杖，在三星堆城址以西的仁胜村墓地出土玉石器。但三星堆—金沙文化的绝大多数

物品，以及关键技术、观念都不见于宝墩文化，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没有

生产金属器的迹象。在三星堆—金沙文化之后，这类贵重物又全部消失。

第三是贵重物高度集中。三星堆时期的贵重物只见于三星堆，并且集中在８个

器物坑内。金沙时期的贵重物几乎都出自金沙 “梅苑”地点祭祀区。这表明统治阶

层掌控着生产贵重物的资源和技术，社会财富高度集中。

第四是这些贵重物都有特定的功能，它们都出自祭祀遗存，分为三大类，表达
两个主题，太阳崇拜是全社会最重要的信仰。

以上遗址的特点说明这样的早期国家与众不同，贵重物的特点似乎指示出不同

的人群和文化因素从域外汇聚到了成都平原。

四、域外文化因素的汇聚

成都平原在三星堆—金沙文化时期是否出现了大量外来文化因素，如果有的话，

它们因何汇聚到成都平原，对此需要进一步分析。

（一）外来物品

成都平原这个时期的很多贵重物都来自其他区域，对此主要举青铜容器、玉石

器、象牙、海贝四类为例。

三星堆出土的那类青铜容器在中原和其他区域也存在，比如瓿、盘、方罍与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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墟铜器相似。数量最多的大口尊，基本特点是大口、直腹、圈足，主要装饰兽面纹，

这也和殷墟青铜尊一致。这些青铜容器表明三星堆文化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在殷
墟之前的二里冈文化时期，商人南下至湖北黄陂盘龙城，受商文化的影响和刺激，

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青铜文化。殷墟时期，商文化的影响经长江中游到达了成都平
原。① 与殷墟尊相比，三星堆尊在细部又有自身特点，比如颈部少纹饰，肩上的立
鸟为片状，牺首有的直立于腹上部，有的圈足比较高，足壁外弧，一些兽面纹有特
征鲜明的额上装饰、面部和口部。新出土方尊也有同样的立鸟和牺首。这些细节共
同构成了三星堆尊的特点。长江流域的大口尊和罍都具有如上风格，有些或出自同
一产地。据悉，新出土的铜容器制作精致程度不同，似乎并不都是在本地制作的。

尽管对１号、２号坑部分青铜人像和容器的合金成分检测表明，它们可能来自同一
铸造地并使用了同一批矿料，② 但不排除部分容器直接从外地传入的可能性。

成都平原还有确定的从域外传入的铜器。１９５９年在彭县濛阳镇竹瓦街发现２１
件青铜器装在一个陶缸内，有５件罍、１件尊、２件觯、８件戈、２件钺、１件戟、１
件矛、１件锛。③ 觯上各有 “覃父癸” “牧正父己”铭文。１９８０年在相距上述铜器

２５米处又发现另一陶缸内的１９件青铜器，包括４件罍、１０件戈、３件钺、２件
戟。④ 此外，１９８５年在广汉西门外出土带 “朁” （或释为 “潜”）字铭文的尊，⑤

２００８年在金沙祭祀区西北约１５００米的 “青羊兴城建”地点出土１件盆式斜方格乳
钉纹簋。⑥ 这些都是具有商末周初特征的中原型铜器，不是在成都平原生产的，也
不属于三星堆—金沙文化。从出土背景看，这些外来铜器无一用作随葬品，像是作
为财富埋藏。

三星堆和金沙的玉石器比较复杂，部分玉石器与其他区域的同类器高度相似，

可能从外地传入。比如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和金沙玉器，有的来自二里头和殷墟，有
的为仿制，有的为改制。⑦ 玉器的另一个来源是长江下游，涉及玉琮、箍形器、有
领璧等。尤其是金沙最高的一件带节琮，被认为是较典型的良渚式琮。对于玉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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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渚文化因素也有专门讨论。①

象牙是成都平原出土最丰富、最具特色的物品。三星堆１号坑出土１３根；２号
坑出土６７根，另有象牙珠、象牙残器。新发掘的６个坑中，据悉除６号坑无象牙、

５号坑只有象牙器外，其他每坑都满坑铺设数十至上百根象牙，８号坑更是多达３７０
多根。金沙出土象牙数量巨大，据统计有成吨重，除完整象牙外还有象牙饼、象牙
渣等。对象牙的重点研究之一即是其来源。一种观点认为象牙出自成都平原及周边
地区，依据是成都平原也出象的臼齿和头骨，文献中有产象的记载，古环境研究认
为当时成都平原属热带、亚热带温暖气候而适宜大象生存，金沙之后象牙减少与气
候变化和人地关系矛盾加剧有关。② 另一种观点认为象牙来自异域，如有可能来自
与中原殷商王朝的交往，也不排除从印度舶来的可能性；③ 或明确提出象牙不是成
都平原自身的产物，也不来自与古蜀国有关的中国其他古文化区，而从印度地区引
进。④ 这两种观点都缺乏对象牙本身的研究。目前不同的研究团队正在对三星堆的
象牙进行锶、氧、碳同位素研究，将成都平原的象牙与其他区域的象牙和环境进行
比对，这将为探讨象牙来源提供直接证据。三星堆和金沙的象牙很可能有多个来源，

两地象牙数量如此之多，且之后在西南地区的遗址中再不见象牙，意味着这些象牙
更像一时的舶来品；但大象臼齿和头骨的存在，说明当地也可能有象。

如果说象牙的来源还需科技方面的进一步研究的话，那么海贝毫无疑问是外来
品。三星堆１号坑出土海贝６２枚，２号坑出土４６００枚，有货贝、虎斑纹贝、环纹
货贝。据悉３号、７号、８号坑也出海贝。三星堆是迄今出土海贝最多的中国青铜时
代遗址之一。对于三星堆海贝的认识，分歧在于产地和传播路线。早期的研究或认
为来自中原；⑤ 或认为从东海由长江输入的可能性较大；⑥ 或认为海贝产地主要为
西南亚和印度洋沿岸，也可能从印度输入。⑦ 以后的研究多认为环纹贝只产于印度
洋，三星堆的环纹贝是古蜀人直接与印度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并充当了
贸易的手段。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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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历史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１期。
参见莫洪贵：《广汉三星堆遗址海贝的研究》，《四川文物》１９９３年第５期。
参见刘光曙：《试论三星堆海贝来源及其影响》，《四川文物》１９９３年第５期。
参见敖天照：《三星堆海贝来源初探》，《四川文物》１９９３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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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贝，目前普遍的认识是主要分布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热带海域，我国
东部沿海并不产贝。海贝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中大量存在，对海贝的
研究不应局限于成都平原。梳理中国各地出土的海贝，可知海贝最早见于西部的新
石器时代文化中，之后从中国内陆腹地向东部近海地区扩展，在使用繁盛期也未到
长江以南，大量海贝可能由连接欧亚的北方草原地带输入。① 最近的研究认为海贝
在我国最早出现在西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海贝集中出土的区
域在甘青宁及西藏到四川一线。有意思的是，这项新研究还指出，西北地区是绿松
石、海贝与红玛瑙三者连续出土的唯一地区，随着时代的变化与分布区域的扩展，

它们成为新崛起的礼仪产品，三星堆是三者齐聚的遗址。② 三星堆曾出土嵌绿松石
的铜牌饰，８个坑大多出土绿松石器，２号坑、８号坑出土玛瑙，它们与海贝共出表
明三者都是外来品，并显示出与我国西北地区的关联。

（二）资源、技术、观念与人员

除实物外，一些关键技术、重要资源、特殊观念也从不同方向进入成都平原。

三星堆那些形体巨大、风格独特、不见于其他地区的铜器应是当地制作的。但在成
都平原的新石器文化中没有生产青铜器的迹象，制作技术应另有来源。最可能的来
源是我国的西北地区，亦即三星堆早期铜牌饰的来源地。近年在甘肃张掖发现的西
城驿遗址可能就是河西走廊的一个冶金中心，至迟在距今４１００年前后河西走廊已有
比较发达的冶金业。③ 另一个可能的来源是东方，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可能已生
产铜器，在石家河遗址的多个地点发现小件铜器和与生产有关的遗物，再考虑到三
星堆的青铜容器与长江中下游的联系，不排除东方影响的可能性。

制作青铜器需要大量铜料。三星堆和金沙铜器的铜料来源尚不明确，青铜器成
分检测和分析表明，两地铜器有不同的矿源。三星堆的青铜器样品都含高放射成因
铅，为同一矿料来源。④ 金沙的部分铜器含同样的高放射成因铅，但也出现了含普
通铅的器物，表明金沙时期沿用了早期开发的高放射成因铅原料产区，同时矿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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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认识》，《南方民族考古》第９辑，第２３７—２５０页。



动也向新矿区转移。①

另一类贵重资源是黄金。受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我国古代也有用黄金作为装

饰的习俗，西北地区就率先以黄金饰品随葬，如甘肃玉门火烧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

就出土金制品。在青铜时代，黄金制品在我国主要分布于西北地区、中原、成都平

原，金器也由饰品演变成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金器种类和数
量众多，其中如金面具等多贴附在青铜器上，金杖、鸟形饰、太阳神鸟、各种金箔

饰也都是三星堆—金沙文化的产物，由此断定它们都是当地制作的，但金料来源尚

不明确。

还需要说明的是玉料来源。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玉器数以千计，检测分析表明玉
料种类丰富、选材广泛，结合矿源调查，初步明确绝大部分玉器为就地取材、制作，

部分材料可能来自成都平原西北的龙门山脉，部分来自遗址附近。②

区域间的交流带来了新的观念。外来的物品甚至技术也都包含着特定的观念，

尤其是那些象征权力、表达宗教信仰的金杖、头冠、面具，青铜人像和各类象征性
器物，乃至于象牙、海贝，莫不如此。

三星堆出土遗物的独特风格早已引人关注。发现新的器物坑后，霍巍认为作为

中国古代文明的三星堆文明与世界古代文明有可比较之处，包括青铜立人像表达的
“偶像崇拜”观念、青铜和黄金艺术融为一体的文化风貌、用 “权杖”表达的象征意

义；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宏大视野看，三星堆所处的中国青铜时代与域外文明产生交
流影响已经具备了充分条件，吸收某些外来的影响也是可能的。③

三星堆—金沙文化最突出的太阳崇拜在宝墩文化中似乎还不存在，很可能也来

自其他区域，这就包括长江中下游。在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长江中

游的大溪文化中，一些玉器、骨雕和象牙雕上都有反映太阳崇拜的图案，④ 如河姆
渡遗址出土骨器和象牙器刻有双鸟负日。在距今约８５００—７８００年的峡江地区的城背

溪文化中有象征太阳神的石刻和表现太阳的陶器；在三峡地区商时期的遗存中，有

太阳图案和形象、夸张的鸟眼纹，表达的也是 “金乌负日”。⑤

物品的交流必然有人员的接触，技术、观念的传播更需要由人来完成。可
以肯定，一大批掌握着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人员从不同区域来到了成都平原。由

此引发的问题是，这么多的贵重物、技术、资源、专业人员因何在青铜时代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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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到了成都平原？

五、三星堆、金沙因何成为区域中心

三星堆—金沙文化是一个发达的区域性文化，那时可能出现了早期国家，但这
些认识只说明文化和社会状况，并不能解释成都平原何以汇聚四方的人、物、技术
和观念，从而形成中国青铜时代一个重要的区域文明。对于某地集中出现的外来物
品，学界通常认为可能的原因有文化交流、战争、长途贸易等。

三星堆和金沙外来因素的规模和突然性，不是一般的文化交流的结果，下文对
此还有讨论。那么，这些外来物品是否可能来自战争和掠夺？在成都平原出土的这
个时期的考古材料中，不见与战争和暴力相关的任何现象，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丰
富遗物中甚至没有实用兵器，青铜戈形器刃部厚钝，并不用于战事。到了东周时期，

实战的青铜兵器才在成都平原大量出现。三星堆、金沙的外来物品来自不同的区域，

又具有相同的特定含义，也不像是战利品。

面对三星堆和金沙如此丰富的外来物，特别是象牙、海贝这类物品的大量出
现，人们自然会想到它们来自长途贸易与交换，但我们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存在贸易或交换，那成都平原输出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认
为三星堆—金沙文化的分布范围超出了成都平原，甚至影响到了峡江地区，那依
据的只是陶器的某些相似性。真正代表三星堆—金沙文化的是那些青铜器、金器、

玉石器，但它们只集中于三星堆和金沙，除此之外即便是在成都平原也仅有极少
量的发现。三星堆和金沙制造的产品没有输出，我们也未发现成都平原还有什么
可用于交换的物品。

以上均不能解释外来物品，特别是技术、观念、人员的汇入。对此，笔者从以
下方面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一）人员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

成都平原所处的四川盆地，东边为巫山、大巴山，北边米仓山，西边龙门山、

邛崃山，南边大凉山、大娄山等，这些山脉构成一个似乎完全封闭的地理环境，但
穿过盆地的岷江、沱江、长江等，又与域外相沟通，使得成都平原无论是在地理上
还是在文化交流中，都正好处于十字路口。正是这样的十字路口，使不同文化因素
在此交融成为可能。

通过成都平原的南北向和东西向的人群流动与文化交流开始于新石器时代，延
续到历史时期，从未中断。关于南北向的交流，童恩正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一个
著名观点，即在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区域内，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到青铜时代，

为数众多的民族留下了若干共同的文化因素，各种器物、技术、观念和习俗经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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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传播。① 这条文化传播带也联系着我国的西北地区，各种文化因素经此从北向南
影响到我国西南地区，其中就包括成都平原。

目前发现的成都平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距今大约５１００—４１００年的什邡桂
圆桥。② 桂圆桥最早的植物遗存主要是黍和粟，这与川西高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如茂县营盘山的植物遗存一致，表明粟作农业由川西高原传入成都平原。③ 桂圆桥
还出土陶重唇口瓶，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和白龙江流域的尖底瓶相近，由此推测
成都平原最早的桂圆桥文化来自西北的仰韶文化晚期类型，创造该文化的人群由川
西高原和岷江上游来到成都平原。④ 前述在三星堆一带出土的青铜牌饰，三星堆文
化的青铜制造技术与表现方式、金器、绿松石、玛瑙、海贝等，这些与北方和西北
方向有关的物品、技术和观念，可能都来自这条传播带。

在三星堆—金沙文化之后，来自这条南北向文化传播带的影响还见于四川西南
的盐源盆地，那里集中出土大批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器，包括铜杖首和铜树。⑤ 同
类的铜杖首也见于我国西北和滇西北。青铜树上有马，表现的是具有游牧民族色彩的
双马神母题，它可能通过欧亚草原经西北地区再沿横断山脉南下进入西南腹地。⑥

东西向的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主要以长江为通道。桂圆桥遗址有红烧土块砌成
的房屋和内红外黑的陶器，这可能受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的影响。⑦ 成都平原的宝
墩文化深受东方的影响。因城邑和灰白陶的突然出现、城墙的堆砌技术，俞伟超认
为宝墩文化是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与成都平原当地文化的结合。⑧ 宝墩
文化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显示成都平原已以水稻种植为主，稻作来自东方。何锟宇
从陶器谱系、筑城技术、生业方式等方面系统梳理宝墩文化的来源，认为该文化主
要源自川西北的马家窑类型，同时吸收了长江中游的挖壕筑城和水稻种植技术、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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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制陶工艺，以及峡江地区的一些文化因素，从而发展为一种新兴的考古学文化。①

成都平原在新石器时代接受的东方影响并不只是单纯的种植水稻与筑城的技术，更
具实质性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生业模式，以及支持这一新方式的知识和观念。

在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的最后阶段也有东方因素，如三星堆仁胜墓地出土的玉
锥形器、泡形器都见于良渚文化，说明史前时期成都平原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
过交流。②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盉，有学者推测是在不晚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时经鄂
西长江沿岸传入四川。③ 三星堆—金沙文化受长江中下游影响的直接证据就是青铜容
器，以及关于太阳崇拜的观念与信仰。其中的青铜容器，最终源于商文化。东周时
期，楚文化和中原文化沿江西进，带来了成都平原社会和文化的深刻变革，加快了成
都平原融入中原文化的一体化进程。这条交流路线同样经成都平原继续向西到达了川
西高原。１９９２年在茂县南新镇牟托发现一座东周时期的石棺墓和三个器物坑，④ 出土
铜器、陶器等遗物２５０件，包含石棺葬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多种
文化因素，其中的铜鼎、敦、罍、盏、钟等容器和乐器就源于长江中下游。

正是通过上述南北和东西向的通道，外来人员、技术和物品进入成都平原，不
同的文化在这个十字路口相遇、碰撞，激发出新的文明。但问题并不止于此，成都
平原汇聚的外来物品的数量、种类如此之多，高级技术、贵重资源、专业人员、体
系化的知识与观念等同时出现，这不是一般性的区域沟通和文化交流带来的结果。

要探寻更深层的原因，就需要先回到三星堆—金沙文化的面貌问题。面貌即是表象，

只有透过表象看实质，才能探究三星堆和金沙何以成为汇聚四方的区域中心。

（二）太阳崇拜与知识专控

三星堆—金沙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太阳崇拜。从考古材料看，全社会的财富几

乎都用于与此相关的宗教活动。崇拜太阳为什么成为如此重要的信仰？太阳带来光
和热，人类离不开太阳，自然会对太阳产生依赖、敬畏、崇拜。不仅如此，通过对
太阳东升西落和其他天文现象的观察，人们形成了早期的宇宙观，创制了数学和天
文知识，懂得制定历法。历法对一个农业社会来说至关重要，有了历法才能掌握农
时，才能保证一年的收获和人们的生存。

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有太阳崇拜的信仰，形成了各自的宇宙观和历法，因此，古
代留存下来的很多遗物也都包含有天文知识，三星堆和金沙的一些遗物可能就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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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数学和历法有关。比如，三星堆２号坑铜树上的９朵花和９只鸟象征太阳，残
缺的树干顶端或许还有１只鸟，也可能树上只有９只鸟，意为第１０只鸟在空中。

冯时认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１０个太阳，或许与十进制有关，十进制在天文学上的运
用，可能导致了十干的产生，１０个太阳轮流出没，旬的概念又应运而生；太阳周围
的两鸟或四鸟，则是以四方表示太阳在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时的运行方位。①

对于金沙的太阳神鸟金饰，冯时认为中央太阳的１２道芒饰象征十二月，外周四方列
四鸟与十二月相配，象征一年中主理分至四气的四神，这体现的正是 《淮南子·天
文训》“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的思想。②

同样的例子也见于世界其他地区。比如北欧的青铜时代也有太阳崇拜，相关遗
物中最著名的就是 “太阳马车”。这件出土于丹麦西兰岛的距今３４００年的青铜马车，

为一匹马立于四轮之上，后面的两轮车上有一个直径２４．４厘米的代表太阳的青铜圆
盘。圆盘的一面饰金箔象征白天，另一面为青铜象征黑夜，两面都装饰有数周圆圈
纹。③ 还有墓葬中的青铜 “腰盘”（ｂｅｌｔ－ｐｌａｔｅ），它们佩戴于妇女的腹部，铜盘中心
突起，环绕数周像太阳一样的圆圈纹，有的 “腰盘”中心还有形如太阳光芒的九角
图案。④

丹麦考古学家克劳斯·韩斯堡发现，“太阳马车”和 “腰盘”上隐藏着与历法有
关的数学知识。“太阳马车”上的圆盘，饰金箔的一面有５２个同心圆，５２是太阳历
中的总周数；青铜的一面有５４个同心圆，这是阴历的总周数。同心圆本身就可以被
看作一个个小太阳，这两个数字也恰好与天文历法吻合。 “腰盘”上的纹饰同样如
此，比如最大的１件 “腰盘”上有四组同心圆，根据排列并按不同的算式，这些同
心圆暗含的数字为２６５或者３６０。２６５正相当于阴历中的９个月 （２６５又１／２天），

也是妇女怀孕的天数，３６０接近太阳历一年的天数，与近东历法中一年的天数等
同。⑤ 精美、复杂的 “腰盘”主要集中在丹麦的西兰岛，只有一两圈纹饰、较为普通
的 “腰盘”分布广泛，这说明天文和数学知识只为少数人掌握。在北欧青铜时代的墓
葬中，男性占有更多奢侈品，是掌握实权者；但佩戴着记载有秘传式历法和数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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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腰盘”的妇女，被赋予了某种与日月星辰等自然运作相关的更高的权力。①

在早期的农业社会中，少数社会上层人物掌握着天文和数学的知识，因此掌控
了祭祀日神、制定历法的特权，进而拥有统治社会的权力。这是太阳崇拜这一原始
宗教信仰的实质。社会上层控制生产贵重物的资源、技术和产品，将贵重物用于宗
教活动以维护信仰。这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为了掌控沟通天地神灵的途径，进一步获
得和独占更重要、更核心、更可利用的知识。以上正是三星堆和金沙出土考古材料
深刻揭示的内容。

（三）知识和宗教祭祀的中心

成都平原的统治阶层掌握了一定的天文知识，掌控着原始宗教和由此而来的统
治权力，三星堆和金沙也因为具备这类特定知识或某种神秘力量而成为具有神圣性
的中心。那么，相关的知识从何而来？除了两个中心遗址的庞大器物群外，成都平
原是否还有与古代天文相关的遗存？

值得高度重视的是成都平原的大石遗迹，这在地方志和一些古代文献中屡有记
载，个别大石遗迹保留到了现代。冯汉骥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对大石遗迹进行过调查
和研究。② 具体情况是，在成都及其附近有支机石、天涯石、五块石、石笋、武丁
担，这些大概都为独石；在新繁有排列整齐的飞来石、在新都有上盖大石的土墩排
列成的八阵图；另外至少还有两个八阵图，一在成都双流为土墩垒成，一在川东奉
节由卵石垒筑。冯汉骥推测四川大石文化约在新石器时代至东周，竖立大石的原因
很多，包括墓石、纪念重要事件、标界等，八阵图则可能具有宗教意义，为举行宗
教活动的圣地。孙华对大石遗迹也有考察，认为大石遗迹北到汉中盆地和安康盆地，

东到三峡西端，而以成都平原最集中，年代主要在文献记载的鱼凫王朝时期，相当
于盘庚迁殷前后至西周中期，功能是用作社祀的宗教建筑。③

成都平原不产石料，平原上的大石是从周围的山麓中开采后运来的。大石遗迹
现今已基本无存，但它们中的一些在２０世纪的前半叶还存在。对大石遗迹可做两点
推测。推测之一是，它们有特殊功能，最可能是三星堆—金沙文化的产物。在新石
器时代的宝墩文化的城址和墓地中并不见大石，考古材料中也缺乏该时期进行宗教
祭祀活动的证据。东周时期的成都平原深受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统治社会的
是世俗的政治、军事势力，在大型墓葬和大规模墓地中也不见大石或进行宗教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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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迹象。因而大石遗迹最可能属于具有浓厚宗教意味和神秘色彩的三星堆—金
沙文化。鉴于三星堆—金沙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太阳崇拜，那么第二个推测就是
平原上如此突出的大石遗迹与这一信仰有关。

类似的大石遗迹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多与观测太阳相关。其中最著名的就
是英国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巨石阵。① 这个距今４０００年的巨石阵坐落在一个缓坡的
高处，不太突出，但在１—２英里的范围内都清晰可见。巨石阵是建在平坦地面上的
单一的大石建筑，周围有环壕，主体结构清楚，为５个同心圆，最外圈的内部直径

３３０英尺，共有１６２块石头，无装饰，但有史前的刻画符。石阵里可以确定一条东
北—西南向的中轴线，这条线与夏至的日出和冬至的日落吻合，并可能与月相有关
联，据研究石阵中可能还存在第二条中轴线。有天文学家认为这个巨石阵是一个天
文学的仪器，可能用以观测太阳、月亮的运行轨迹，具有令人震惊的知性力量。索
尔兹伯里平原也不产石料。巨石阵的石料并不相同，仅外圈就有多种，主要的三种
来自威尔士距海岸不远的普来斯利山 （Ｐｒｅｓｅｌｉ）。这类独特的遗迹也非仅此一处，在
巨石阵的东北处还有木阵，在东爱尔兰也发现类似的史前大石建筑，出土 “太阳马
车”和 “腰盘”的北欧同样有大石遗迹。

考古学家认为青铜时代的欧洲没有庙宇，但并非没有宗教和神话的信仰。欧洲
很少有青铜时代的可以清晰指认的宗教或仪式的建筑，对其原因有多种解释，仪式
很可能是在普通住宅内举行，也可能是在靠近湖河的水边或树丛的空地上进行。空
地上举行仪式的例子就是巨石阵，它们远离聚落，人们在其中可以和自然因素接触，

如风、水，或者天、地、四季、日月的运行。仪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而不需
要独立的神坛和神庙。②

在中国其他区域也发现可能用于观测天象的遗迹，最重要的是山西陶寺遗址的
一座半圆形夯土建筑。建筑位于陶寺中期城址东南，由弧形夯土墙、夯土柱、生土
台芯组成。通过模拟观测，从生土台芯处通过夯土柱之间的缝隙可以观测冬至等时
节的日出，由此推测夯土柱是用于构建观测缝，观测缝的主要功能是观日出定节气，

这座建筑可能兼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于一体。③

古代的大石遗迹等是否具有天文观测的功能，考古学家和天文学家常有不同认
识。尽管如此，人们都认同天文考古学检验和提升了我们对史前的认知，作为现代
科学的天文学用精确的现代知识研究和检验过去，史前的宇宙论则是对于天体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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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魔力、对人间影响的一种不同的关切。① 现代科学与古代的知识和价值观存在
距离，古代文明对于今人总具有神秘性，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不断探索已经消逝的

文明。

关于大石遗迹，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点毋庸置疑。一是在青铜时代或者更早，人

们已掌握了观测天象的方法，创制了一定的天文和数学知识，制定了最早的历法。

二是这些特殊的大石遗迹同时具有某种宗教含义或祭祀功能，它们所在之处具有某

种神圣性。成都平原的大石遗迹很可能具有这样的功能，成都平原在中国青铜时代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

六、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综上所述，对于三星堆、金沙的考古发现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应当将成都

平原这一时期的所有考古材料联系起来，以尽可能广阔的视野进行长时段、跨区域

的考察，这样才能深入理解三星堆与金沙，对成都平原青铜时代的文化与社会产生

新认识。

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成都平原处于南北向和东西向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

通道的十字路口，外来人群不断进入成都平原，不同的文化在此交汇、交融，催生

了新的区域文明。成都平原这个区域文明最鲜明的特征是太阳崇拜。在此表象之后，

是成都平原青铜时代的重要遗迹都相互关联，包括三星堆、金沙和大石遗存。三星
堆和金沙出土的考古材料大都与太阳崇拜相关，内含天文观念或象征意义，其中一

些可能蕴含天文知识，比如三星堆２号坑铜树可能表现十日，金沙太阳神鸟可能表

现两分两至和十二个月。笔者推测成都平原的大石遗存是青铜时代的产物，其功能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同类遗存一样用于天文观测，大石所在处也是祭祀活动的场所。

大石建筑具有某些特殊功能并被赋予神性，人们可以从中获得知识、神秘力量，或

者沟通自然。如此，作为区域文明中心的三星堆和金沙，也可能是一个观测天象、

沟通天地、获取神秘力量、具有神性的中心。这个新的解释框架可以纳入所有与三

星堆、金沙相关的考古材料，重要的材料和现象基本上都能从中得到解释。

距今三千多年前，人们在成都平原构筑大石观测天象，因观象授时，当地形成

了以太阳崇拜为核心的体系化的信仰，统治者掌握了制定历法、沟通天地的权力，

神权和王权得以形成或强化。几乎所有的社会财富都用于这样的信仰或相关的祭祀

活动，这个区域文明也因此而显得如此地与众不同。无论是观测天象的方法、设施

和最终获得的天文知识，还是相关的宗教、祭祀活动，都由少数人掌握。祭祀活动

场所或是具有神秘力量的圣地，不需要军事力量防卫，这样的区域也没有战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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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解释为何这个时期的重要遗存都集中于三星堆和金沙这样有限的范围内，为何
在如此丰富的考古遗物中没有任何兵器，为何这个早期国家没有广阔的疆域。

因为成都平原是一个知识中心或者神圣区域，在没有战争掠夺或长途贸易的情
况下，四方的人员、技术、贵重资源、珍稀物品都汇聚于此。成都平原输出的可能
是知识形态的而非物化的产品，这是一种更为高级的产品，但在今天我们很难看到
它留下的痕迹。又或者，人们携带财物汇聚到成都平原是因为某种宗教目的，在此
人们可以沟通自然、获得神秘力量。

最后回到三星堆祭祀器物坑的成因这个争议不断的问题上来。前文已述，这个
时期的考古遗存中没有战乱或暴力活动的迹象，在成都平原及其周边也没有可以确
认的敌对势力。大批宗教祭祀用品和社会财富被毁坏、掩埋，区域中心从三星堆迁
至金沙，其原因应当不是外敌入侵或王朝内乱，这个区域文明的突然兴起与这些祭
祀器物坑的形成，可能都与宗教圣地的兴衰有关。

这样的认识对今后的考古工作也有启示。

第一，三星堆新出土的遗物已上万件，加上１号、２号坑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遗
物，这是一群数量极其庞大、内容极其丰富的器物群。在资料得以全面整理、完整
发布后，需要进行多角度的、全面系统的研究，新的研究有必要关注材料中包含的
天文知识和观念，这应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

第二，对于认识三星堆—金沙文化，我们还缺乏一些关键材料。比如，在三星
堆是否有宗庙、神庙之类的建筑？生产青铜器的作坊在哪里？三星堆—金沙文化是
否存在大型墓葬？这些都要在田野工作中寻找线索。与此同时，应关注天文观测遗
存和旷野中的祭祀遗迹。成都平原的大石遗迹，以及成都羊子山土台这样的重要遗
存现今都已不复存在，要找到并确认天文观测和祭祀遗存的线索具有难度，但如果
有所发现，将成为认识成都平原青铜时代文化和社会的重大突破。

总之，如上视角和认识加深了我们对三星堆、金沙考古材料的理解，有助于揭
示成都平原区域文明在中国青铜时代的样貌，以及中国古代文明的丰富内涵。

〔责任编辑：晁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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